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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 这一点常常诱使人们对儒家伦理学进行效果论 (consequentialism) 的诠释。由于这一情
况在《孟子》那里尤甚 , 所以本文集中讨论孟子 , 其目的是想在当代伦理学发展的大背景
下 , 通过援引儒家的内部资源来澄清儒家善观念的性质。我想表明 , 儒家的善观念属于目的
论而非效果论的范畴 , 而且 , 不了解儒家伦理学的总体特征 , 是不足以准确而完整地理解儒
家的善观念的。
一、儒家的善观念 : 符合效果论吗 ?
在当代西方道德哲学中 , 道德理论往往被简单而鲜明地划分成两大类 : 道义论 (deontol2
ogy) 和目的论 (teleology) 。按照约翰·罗尔斯 (John Rawls) 和威廉·弗兰克纳 (William Franke2
na) 对这两类道德理论的解释 , 目的论 (包括效果论) 是以善优先于正当为特征的 , 它所追
求的是善的最大化 , 而道义论所关心的主要是正当性和责任问题。(参见罗尔斯 ; 弗兰克纳)
当然 , 不同的伦理学类型之间很可能存在重叠的部分 , 因此 , 不是说道义论理论完全排除有
关善的考虑 , 而是说它们不承认将先在地界定的善的最大化当作行为的正当性。换言之 , 对
道义论理论来说 , 善之外的某些考虑更为迫切 , 这就是道义论所说的正当的优先性的意思。
因此 , 从道义论分享了目的论的某些特点这一事实当中 , 我们并不能得出结论说 , 这两者之
间的差别是微不足道的。
参照以上区分 , 儒家伦理学不具有道义论理论的基本特征。当然有人会提出 , 鉴于儒家
伦理学中“礼”所具有的普遍性 , 通行于道义论中的准则概念对儒家伦理学来说并不陌生。
这就需要我们对“礼”的性质作一些澄清。儒家伦理学确实强调一些准则 , 例如孟子说 :
“杀一无罪非仁也 , 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 (《孟子·尽心章句上》) , 但这些准则似乎很难说是
建立在义务或责任概念基础之上的。在儒家伦理学中 , 礼不是一种可被普遍化为康德式的、
必须被绝对遵守的、与某种决定程序相联的、可应用于类似情况的道德原则 , 因此 , 礼不能
看作是严格意义上的道义论理论所讲的道德原则。换言之 , 如果将儒家伦理学摆到罗尔斯和




的 (终极) 善 , 就会失去其本质特征 , 儒家的道德人格也就不成其为人格。然而 , 儒家的善
理论是否就可以因此被理解为一种效果论 ? 这一点还有待探讨。
在进行行为的道德论证和评价中 , 孟子有时十分重视后果。例如 , 在《孟子》的开篇第
一章中 , 当梁惠王问起孟子有什么可以“利”其国家时 , 孟子回答说 : “王何必曰利 ? 亦有
仁义而已矣。王曰 ,‘何以利吾国 ?’大夫曰 ,‘何以利吾家 ?’士庶人曰 ,‘何以利吾身 ?’上
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 , 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 , 何
必曰利 ?”这似乎给我们这样的印象 , 即尽管孟子的原意是要使为政者改变其对利益的压倒
一切的关注 , 但他最终不是诉诸仁义本身 , 而是诉诸“大利”, 即仁义所能够带来的东西 ,
包括民众的福利等等。如蔡信安就认为 , 孟子是诉诸公共善 (a common good) 来论证行为
选择的正当性。根据他的理解 , 孟子表面上采用仁义作为行为的原则 , 其实是取仁义背后的
最大效益原则。(第 135 - 175 页)
蔡信安对孟子的诠释牵涉到对儒家伦理学中“善”的理解。根据菲力浦·彼提特 ( Philip
Pettit) 的观点 , 效果论理论所关注的是对价值的恰当反应而不是价值的具体内容。换言之 ,
在效果论那里 , 构成行为的正当性的是对价值 (善) 的恰当反应而不是价值本身。因此 , 彼
提特把效果论定义为 :“不论个人或制度主体认为什么是有价值的 , 对这些价值的恰当反应
就是去增进它们。” (第 231 页) 相应地 , “效果论者把价值与主体之间的关系看作是工具性
的 : 主体被要求去做那些能够促进指定目的的行为 , 哪怕这些行为本身在直觉上并未真正尊
崇该目的。” (同上) 因此 , 尽管效果论理论是关于善 (价值) 的 , 但它们主要的不是关心我
们应该采纳或提倡什么样的价值这个问题。效果论认为 , 在同等条件下 , 正当的行为就是能
够促进最好的结果或将好结果最大化的行为。因此 , 我们可以将效果论归纳为下列两点 :
(1) 效果论关注的是促进所被采纳的价值或将该价值最大化 ; (2) 决定行为是否具有道德性
质的是该行为所带来的结果。只有当行为带来最好的结果时 , 它才是正当的并且才能被证明
为正当。功利主义是效果论中最为普遍和著名的一个分支。以此看 , 蔡信安在诠释孟子时 ,
显然是采用了规则功利主义。蔡信安的解释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 , 一是孟子诉诸最大效益
原则去对行为进行道德论证 , 二是孟子把道德价值化约为非道德价值。我认为 , 蔡信安对孟
子的解释难以成立 , 原因如下。
首先 , 关于效益的最大化。我们看到 , 孟子诉诸效益的时候 , 几乎都是当他谈到政事之
时。这说明 , 在孟子的用法中 ,“最大效益”不是一个可以被普遍化的原则。其次 , 谈到总
体利益或公共利益并不一定意味着孟子将效益的最大化原则当作道德选择的终极标准。要恰
当地理解孟子对效益的重视 , 我们就必须看到 , 把整个社会看成是一个道德共同体 ( moral
community) 是儒家伦理学的根本特征之一 , 而在道德共同体与强调共同利益之间存在着内
在的必然的关系。要证实这一点 , 我们可以看看《孟子·梁惠王章句》中的有关段落 , 在那
里孟子隐含了这样一个意思 , 即“如果国君愿意与普通百姓分享他们的快乐 , 就会得到最大
的快乐”。这似乎暗示着 , 当国君将快乐最大化以后 , 就是好的君王 , 他的作法也因此是正




的 , 而是说 , 国君对人民的关心当中所体现出来的仁爱决定着其行为的正当或善。诚然 , 在
大多数情况下 , 对人民的关心会增进利益 , 但增长了的利益本身并不能单独证明国君的作法
是正当的。增进人民的利益固然是对国君的道德要求 , 但这一道德要求是从另一个考虑当中
引申出来的 , 即通过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等等来表达对人民的关心。这表明 , 孟子并不是一
个严格意义上的功利主义者 , 尽管他很重视增进人民的福利。如果我们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语
言 , 即“创制之外另有目的 , 实践则没有 , 良好实践自身即是目的”(第 127 页) , 那么 , 我
们就可以看到 , 孟子关注的不是实践之外的某种目的 , 而是整个实践活动本身。
因此 , 孟子的逻辑是 , 如果国君在意他的百姓 , 就必然会在决策中尽一切努力去考虑和
改进他们的利益 ; 相反 , 如果孟子是个功利主义者 , 其逻辑就必然是 : 只有当国君促进其人
民的利益之时 , 他的行为才是正当的好的行为。在这一点上 , 我相信麦克尔·斯罗特
(Michael Slote) 所讲的很适用于孟子的情况。根据斯罗特的观点 , “在以主体为基础的 (伦
理学) 观点里 ⋯⋯仁爱是使得行为成为正当的东西 , 但是 , 在知道所有相关事实的情况下 ,
正当的行为也会是给所牵涉到的人或生命带来 (最) 好结果的行为” (斯罗特等人 , 第 270
页) 。孟子经常批评他同时代的君王 , 例如梁惠王和齐宣王 , 但孟子所批评的根本之点 , 与
其说是这些君王未曾增进总体利益 , 不如说是他们未曾表现出对民众的关心 , 至少是关心得
不够。这又一次表明 , 纵然孟子重视总体利益 , 但他关心更多的还是国君怎样对待他的人
民。
这使我们又回到了蔡信安的另外一个论点上 , 即孟子从非道德的善中引申出道德价值
来。但是 , 如果孟子确实诉诸非道德的善解释道德价值 (例如仁义) 的话 , 那么孟子就应该
说仁义的价值在于它们带来利益 (即非道德的善) 。然而事实是 , 仁义所带来的并不一定是
非道德的善。产生于仁义实践之中的社会和谐 , 或在其中君臣如父子的道德共同体 , 其本身
就是道德善而不是非道德的善。另一方面 , 民众的利益通常与仁义联系在一起 , 但主要的可
能是作为仁义的副产品而不是仁义的标准。如果像蔡信安所论证的那样 , 孟子认为仁义只有
工具性价值而没有内在价值的话 , 那么如果恰巧别的东西能够取代仁义而带来最大效益 , 仁
义就应该被抛弃了。在《孟子·告子章句下》中 , 孟子谈到了伯夷、伊尹、柳下惠三个先圣
王 , 说他们“不同道”, 但“其趋一也”, 也即“仁而已”, 孟子并没有暗示仁的价值就在于
它带来非道德的善 ; 同样地 , 在《孟子·离娄章句下》中 , 孟子说 :“大人者 , 不失其赤子之
心者也”, 也没有迹象表明赤子之心就是将善最大化的心。
《孟子》的开篇第一章确实有些含混之处 , 因为在那里孟子似乎是谈到仁义可带来效益 ,
因而可以从利益的角度来理解。然而 , 我们必须看到 , 在那里 , 是梁惠王自己首先提到利益
的。梁惠王之所以仅仅提到“利”而只字不提“仁义”, 其实是暗示仁义和利水火不容。因
此 , 我以为 , 孟子在这一段里的论述只是想搞清楚仁义和利益之间是可以相容的这一点 , 而
不是通过诉诸利益的方式去证明仁义的合理性。当然 , 孟子并未停留在这里。通过证明仁义
与利益之间的相容性 , 孟子进一步指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必须在仁义中得到修正 ; 只有放在
仁义当中 , 个人利益才能够找到其恰当的位置。换言之 , 孟子所重申的是 , 没有离开共同体
的特殊的个人利益。孟子更因此把我们引向儒家所倡导的理想生活和理想政治。这样看来 ,
孟子不是诉诸 (最大) 效益作为实践仁义的动机 , 这一点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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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儒家善概念的进一步澄清
另一个对孟子进行效果论的诠释来自曼尤·意牟 (Manyul Im) 。意牟认为 , 尽管孟子表
面上拒绝以利益作为行为的动机 , 但暗藏其背后的却恰恰是孟子对好结果的强调。例如 , 意
牟认为 ,“孟子批评墨家的理由是 : 遵循他们的教导不可能产生最好的结果”(第 4 章) 。
我在这里不打算详细地讨论意牟的诠释 , 只是想重复一点 , 即由于孟子的伦理学也是以
善来表达的 , 所以如果我们发现在孟子与效果论的道德行为理论之间有部分重叠的话 , 应该
不以为奇。例如 , 两者都可能认真对待行为的结果 , 尤其是在政治领域当中。然而 , 认真对
待结果 , 并不必定表明要求道德主体只去增进好结果 , 也不证明孟子惟一关注的就是结果。
在孟子这样一个并非惟一关注结果的理论当中 , 对结果的考虑还是占有很重要的位置的。我
们还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似乎是让我们想象 , 如果我们采用“必要时
可以违诺”这样一个原则并将其普遍化 , 会有怎样的结果 , 但这是否意味着康德以结果作为
论证绝对命令的标准呢 ? 似乎不是。康德的意思应该是 , 采用像“必要时可以违诺”这样的
原则必然会与理性的道德主体这样的概念相矛盾。康德也并非不谈行为的目的 , 但康德的义
务性的目的概念之意却是 , 我们有义务去承认他人的 (可容许的) 目的以及我们自身的完
美 , 换言之 , 我们要去促进他人的幸福 , 但不一定是将其最大化 , 而是要帮助他人实现他们
的目的。康德对促进他人利益的合理性的论证 , 建基于把人看作目的而非手段这样一个原
则。在康德看来 , 不是他人的幸福而是他人本身 , 才具有内在的价值。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被当作自律的个体来尊重。这一点表明 , 即使不同的伦理学说在某些地方可能互相重叠 , 但
它们之间的界限 (例如在元伦理的层面 , 即论证的层面上) 还是不容模糊的。①
为论证儒家伦理学是关于善的但又不是效果论的理论 , 我想从下列两个方面进一步澄
清。首先 , 我认为不谈到儒家伦理学中隐含的关于善的层级次序 , 我们对儒家的善观念的理
解就不可能充分。在那个层级次序中 , 某些东西被看作是特殊的、自足的和独立的。其次 ,
对儒家来说 , 人不是生来善的 , 但人生来是为了善的。这意味着只有在谈论人的品质中什么
是高贵的、可崇敬的 , 而不是什么是正当的、可允许的时候 , 我们才能理解这一层级次序的




儒家经典 , 我们就会看到这样一个隐含的次序。事实上 , 儒家认为 , 离开了在该层级次序中
伦理理想的优先性和自足性 , 好人和好的生活就无从谈起。谈到好的生活 , 儒家并没有将利
益看作是具有内在价值的东西 , 因为利益缺乏好的生活所具有的某种特征 , 这说明其背后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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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 那么我们就会缺乏足以建构我们一生的东西 , 即与人本身的目的根本相联的东西。因
此 , 儒家在价值层级之中给予利益以次要的位置 , 并认为只有当自我利益的追求受到较高层
次的善即伦理理想 (例如仁义) 的指导时 , 才能成为好生活的组成部分。这表明伦理理想作
为更高的善的特殊地位 , 因为它具有一种独立和自足的性质。
伦理理想的优先性不是纯粹个人的选择 , 而是带有一种不可避免的规范性向度 , 并且可
被普遍化成为适用于每一个人的东西 , 这一点在儒家伦理学中是毫不含糊的。孟子的人性论




有了上述价值层级 , 儒家就有可能进一步回应对其作效果论诠释的尝试了。如前所述 ,
效果论理论是关于促进善的最大化的行为正当性的理论 , 至于说必须促进什么样的价值 , 效
果论理论无法给予也没有义务给予确定的答案。换言之 , 由于效果论理论最为关心的是增进
善 , 因此 , 说它们主要是关于善而非追求善的 , 可能较为恰当。这样看来 , 儒家伦理学就不
必然具有效果论理论的基本特征 , 而首要关心的是寻求某种真正的善 , 即那些值得尊崇和体
证的东西。
现在 , 儒家伦理学的善的性质应该比较清楚了。具体而言 , 它是一种特殊的价值理论 ,
旨在寻求人类真正意义上的善。这使得儒家可能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 ———麦金太尔意
义上的亚里士多德式的目的论 ———而不是与效果论更靠近一些。从这个角度来看 , 孟子与国
君的谈话中所隐含的 , 不仅仅是对增进人类福利的考虑 , 更包含着对国君作为一个人所应有
的品质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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